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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盗用身份证件罪的保护法益应当采用复杂客体说，将本罪保护法益确立为身份证件的管理制度和个人身

份信息安全法益更具合理性。对盗用身份证件罪中“情节严重”认定要先进行前提要件的判断，“依照

国家规定”应当严格限缩在《刑法》第96条规定的范围之内、认定法定种类之外的其他身份证件需严格

遵循同类解释的规则、明确“盗用”行为所指向的对象应当是对于身份证件的查验机构而言。盗用身份

证件罪中“情节严重”认定标准的具体设置应当采取“数量 + 情节”模式，数量标准确立为盗用他人

身份证件三张以上或者累计使用次数达到五次以上，情节标准作为数量标准之补充，行为人虽然未达到

前述数量标准，但是具有所列举情节的，仍然构成本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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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otection of legal interests of the crime of identity document theft should adopt the theory of 
complex objects, and it is more reasonable to establish the protection of legal interests of this crime 
as the management system of identity documents and the legal interests of personal identity in-
formation security. The determination of “serious circumstances” in the crime of identity docu-
ment theft should first be judged by the premise elements. In accordance with national regu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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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t should be strictly limited within the scope of Article 96 of the Criminal Law, the identification 
of other identity documents other than the statutory types should strictly follow the rules of simi-
lar interpretation, and it is clear that the object of “embezzlement” should be for the identification 
of identity inspection authorities. The specific setting of the identification standard of “serious cir-
cumstances” in the crime of identity document theft should adopt the “quantity + plot” mode; the 
quantity standard is established as the embezzlement of more than three identity cards of others 
or the cumulative use of more than five times; the plot standard is used as a supplement to the quan-
tity standard; although the actor does not meet the aforementioned quantity standard, it still con-
stitutes this crime if it has the enumerated circumsta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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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刑法修正案九》将盗用身份证件行为纳入刑法规制，根据盗用身份证件罪的罪状表述，盗用身份

证件的行为并非一定能构成犯罪，必须达到“情节严重”的情形才能构成。然而长期以来，司法解释并

没有对“情节严重”的程度做出明确的规定。从司法实践来看，在司法实务部门长久以来形成的对“情

节严重”的司法解释依赖症背景下[1]，由于缺乏司法解释对本罪“情节严重”认定的具体指导，实务部

门对于“情节严重”之前提要件“国家规定”“身份证件”“盗用行为”认定存在范围扩大化的问题，

对于“情节严重”本身的判断也存在着很大程度的模糊性[2]，各地标准不一。从理论研究成果上来看，

已有的研究成果大多都是围绕“情节严重”之前提条件，即犯罪场合之“国家规定”、犯罪对象之“身

份证件”、犯罪手段之“盗用”的界定相关讨论，且并没有形成有效统一，对于何为“情节严重”这一

关系到能否入罪的关键部分的研究还比较少。理论研究的不足和争议一定程度上也加剧了本罪在司法适

用中的混乱程度。刑事司法实践离不开刑法理论的支持，因此有必要围绕“情节严重”对本罪保护法益、

构罪前提条件、入罪标准进行深入探讨和解读 1，以期为司法实践中本罪的准确适用提供一定的参考。 

2. 盗用身份证件罪保护法益的明确 

“刑法以保护法益为主要任务”[3]，只有当某一行为被评价为刑法上的法益侵害行为，对该行为进

行刑事处罚方具有刑法上的正当性。由于法益理解的不同直接关系到对构成要件的不同解释，法益理解

一旦出现偏差，则会直接影响个罪的最终成立与否，因此对盗用身份证件罪的司法认定首先离不开对本

罪保护法益的准确认识和把握。 

2.1. 个人法益说之否定 

个人法益说从身份证件具有的识别特定个人身份信息的功能出发，认为身份证件被盗用之后而产生

的违法记录等情况会导致持件人自身的声誉和社会评价受损害，因而主张将盗用身份证件罪的保护法益

Open Access

 

 

1由于在本罪的适用上，刑法明确规定了触犯本罪又牵连构成其他罪名的依照从一重罪处断原则以其他重罪定罪处罚，因此本文预

设的前提是在排除牵连构成其他重罪的情况下，如何认定成立本罪。 

https://doi.org/10.12677/ojls.2023.114425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王加贵 
 

 

DOI: 10.12677/ojls.2023.114425 2978 法学 
 

确立为持件人的个人身份信息安全[4]。个人法益说混淆了公民个人信息和公民个人信息载体二者之间的

区别，直接将个人信息法益作为盗用身份证件犯罪的保护法益，忽视了作为公民个人身份信息载体的身

份证件所承载的另一个重要功能，即国家通过身份证件行使对作为个体的公民的管理活动，限缩了该罪

的法益保护范围，显然是不合适的，因此不再过多赘述。 

2.2. 公共信用说之摒弃 

相对于个人法益说，公共信用说以立法机关对本罪设立时的立法说明为依据，主张将盗用身份证件

罪的保护法益确立为身份证件的公共信用[5] [6]。公共信用说虽然认识到了本罪保护法益的超个人法益属

性，但是仍然存在值得质疑的问题。首先，所谓公共信用应体现和评价为持证人自身真实行为导致的不

良评价，由于行为人(第三人)原因而导致的错误的行为评价不应当归属于公共信用的范畴。其次，罪名设

立的目的不能绝对等同于该罪的保护法益。再次，公共信用这一表述其本身带有一定程度的抽象性，消

解了法益所承载的清晰体现所保护的人的生活利益的价值，增加了法益的模糊性，难以清晰的描绘出法

益受侵害的程度，不利于司法机关对于具体案件中法益侵害程度的良好判断，因为“若保护的对象抽象

得无法让人把握，则该对象也不能被看作是法益[7]”。 

2.3. 复杂客体说之证成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目前理论界对于盗用身份证件罪保护法益的具体界定，要么混淆了信息和

信息载体之间的区别，要么表述过于抽象化、模糊化，总体而言都不具有可采性。因而需要对本罪保护

法益进行重新界定。 
保护法益的明确需要探寻身份证件的实质，即身份证件到底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首

先，从身份证件的历史衍变来看，以居民身份证为例便可管中窥豹，居民身份证管理制度肇始于上个世

纪八十年代，在改革开放的时代洪流下，城乡之间、东西部之间愈发频繁的人口流动和人口迁移加大了

国家机关身份识别和社会管理难度，盗用、冒用他人身份现象频繁发生，因而居民身份证管理制度呼之

欲出，也即居民身份证从诞生之日起就承载着身份证明和社会管理的职能，具有强烈的超个人法益属性，

个人法益只是其法益保护的一部分。其次，从身份证件发挥的实际作用来看，第一，《刑法》第 280 条

所列四种身份证件均由国家机关进行个人身份信息的采集与身份证件的核验发行，国家机关对身份证件

具有直接的管控作用，尤其是驾驶证、护照等身份证件更是需要公民具备一定资质方能核发，直接显示

出了国家通过身份证件实现对于公民的具体管理。第二，身份证件是个人身份信息映射在具体载体之上

的表现，其标识信息具有唯一性，因而身份证件又具有极强的标识个人身份信息的私主体属性。综上，

本文认为本罪保护的法益是复杂客体，将本罪保护法益确立为身份证件的管理制度和个人身份信息安全

法益更具有合理性，身份证件的管理制度是本罪保护的主要法益。一方面，将身份证件的管理制度作为

本罪保护的主要法益契合《刑法》依据“同类客体原则”形成的章节体例安排；另一方面，采用复杂客

体避免了法益表述的抽象性和模糊性，易于司法判断，具有更强的实践操作性。构成本罪，需要同时侵

犯本罪所保护的身份证件的管理制度和个人身份信息安全法益。 

3. 盗用身份证件罪中“情节严重”的前提要件 

3.1. “依照国家规定”的严格限缩 

“依照国家规定”对于本罪犯罪行为发生场合做出了限定，即本罪只能是发生在依照国家规定个人

应当提供身份证件的活动中。《刑法》第 96 条虽然对于“违反国家规定”中的“国家规定”做出解释，

但是问题是，本罪中“依照国家规定”的和他罪中“违反国家规定”两处中“国家规定”的表述是否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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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做同类理解。由于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往往在很多公共场合都要求提供身份证件，如果严格依照《刑

法》第 96 条会存在本罪罪名适用口径小的问题，因此有学者认为应当采用实质解释的规定将并非属于《刑

法》第 96 条范围内的部门规章等解释为此处的国家规定。但是这类论点的合理性是存在疑问的。首先，

本罪作为一种手段类犯罪，行为人触犯本罪还可能会与其他罪名之间存在牵连关系，根据刑法基本理论

适用其他重罪罪名对犯罪行为进行规制即可，没有必要再适用本罪进行处罚，更没有必要突破罪刑法定

原则扩大对于“国家规定”的解释。其次，我国《刑法》分则中对于援引前置法的罪状表述共存在三种

形式，分别为“违反国家规定”“依照国家规定”“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基于刑法安定性和统一性的

追求，应采用体系解释方法，对于上述三种表述中“国家规定”的范围做同一理解，即本罪当中“国家

规定”范围应当和《刑法》第 96 条的规定保持一致，否则便会突破罪刑法定的藩篱。综上，盗用身份证

件罪作为典型的行政犯，构成本罪必须要具有对于前置法的违反，而此处的前置法应遵循同类解释的规

则限制在《刑法》第 96 条规定的范围之内，即前置法必须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法

律和决定，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规定的行政措施、发布的决定和命令，而对于部门规章、地方性法

规中的要求等应当是被严格排除在外的。 
还应当指出的是，在有些国家规定中，虽然相关条文并没有明示行为人应当提供身份证件，但是这

并不意味着行为人可以拒绝提供身份证件，因为在已经规定了查验机构具有查验行为人身份证件的义务

后，如果否认作为相对方的行为人可以不提供身份证件，那么将导致法定的查验机构检查核对身份信息

的义务性规范要求难以实现。 

3.2. “身份证件”范围的合理界定 

我国身份证件种类众多，与公民日常工作生活相关的证件最常见的就有 103 个[8]，正是在这样的背

景下，盗用身份证件罪的罪状表述中对作为犯罪对象的身份证件采用了“列举 + 等”的模式进行规定。

但问题是，当行为人盗用了四种法定身份证件之外的身份证件时应当如何去认定。惩罚只有在正义的基

础上才能得到证成[9]，当将上述四种法定身份证件之外的其他身份证件作为本罪的犯罪对象时，必须严

格遵循同类解释的规则，即当其他身份证件与上述四类证件具有相当性时方具有正义的基础。具体而言，

作为本罪犯罪对象的身份证件至少应当具备以下三种特征，缺一不可。第一，从使用范围来看，作为本

罪犯罪对象的身份证件应当是具有全国范围内的通用性，对于在省级行政区域内或者跨省级区域范围内

发行和使用的身份证件不能认定为本罪的犯罪对象。第二，从记载内容来看，身份证件要记录特定自然

人的身份信息，能够通过该身份证件识别具体的公民个人，即至少应该包含公民的姓名和与之相对应的

证件号，具有唯一性。第三，从形式特征上来看，身份证件的制发机关必须为国家机关，国家机关对该

身份证件具有直接的管控作用，对于全国性的社会团体或民间组织等在其组织内部制发的证件应当被排

除在外。有学者认为本罪的身份证件还应当包括法人的身份证件[10]，笔者不以为然，法人的身份证件，

如营业执照等是法人依法进行公开的，其营业执照所承载的法人身份信息本身便具有公开性，一般通过

企业信息公开网便可进行查询，不同于公民身份证件所记载的个人身份信息的私密性，因此不宜将法人

的身份证件作为本罪的犯罪对象。最后还应当明确的是，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各种身份证件不

断加快了电子化进程，更加便捷了民众的生活，身份证件虽然由原来的实体形式演变为电子形式，但其

实际承载的功能并未发生实质性的变化，因此电子身份证件也应当认定为本罪的犯罪对象进行保护。 

3.3. “盗用”行为的合目的性解释 

“盗用”行为是本罪客观方面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盗用所指向的对象究竟是持证人还是身份证件

查验机构，理论界仍然没有形成统一。采用传统文义解释的方法，盗用身份证件罪中盗用行为所指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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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应是指持证人，即“盗用”的行为就是指未经持证人同意而使用的行为，但是该观点仍然是值得质

疑的。首先，结合本罪主要保护法益即身份证件所实际承载的社会管理职能来看，在法定的提供身份证

件的活动中，查验机构对于行为人提供真实身份证件具有信赖利益，通常情况下默认身份证件和提供人

具有同一性，行为人违背持证人意志使用他人身份证件的行为使得查验机构陷入了错误的认识并进行错

误的记录，侵犯了身份证件的管理制度。其次，在司法实践中，对于借用他人身份证件购买车票或者购

买商品房的行为通常并不认定为成立本罪，因为经过他人同意后的冒用行为没有同时侵犯本罪保护法益

之复杂客体，其违法性程度与未经持证人同意的盗用行为相比还具有一定的差距，质言之，被害人同意

正是以“法益性的欠缺”为理由的违法性阻却事由[11]，导致犯罪的成立被否定。但是这并不是说这种行

为不具有社会危害性，一律不作处理，它实质上仍然侵犯了身份证件的管理制度。在全国人大法工委对

于本罪的立法说明中就明确指出，对此种冒用身份证件的行为虽然不能依照本罪处理，但其所实施的具

体犯罪行为仍应当依照刑法相关规定处理，例如与他人串通，冒用他人名义进行洗钱的，以洗钱罪追究

刑事责任[12]。换言之，立法机关之所以强调以他罪进行处理的法理逻辑背后实际上就是认为盗用行为所

指向的对象是查验机构而非持证人，经过他人同意后的冒用行为侵犯了国家身份证件的管理制度，已具

有一定社会危害性，否则，亦没有上述强调之必要。综上所述，盗用行为所指向的对象应当是对于身份

证件的查验机构而言的。 

4. 盗用身份证件罪中“情节严重”的认定标准 

在明确盗用身份证件罪的保护法益为“身份证件的管理制度和个人身份信息安全法益”，并对情节

严重之前提条件的“依照国家规定”“身份证件”“盗用行为”适用边界进行了探讨廓清之后，便可依

托本罪保护法益对“情节严重”进行判断。由于构成本罪也必然会违反行政法规，因此关键问题并不是

确认那些明显严重的情形，而是明确其底限标准[13]，换言之，即对什么样的行为应该发动刑法加以评价

和处罚。刑法作为最后的保障手段，应当严格恪守谦抑性，如果前置法能够有效对违法行为进行评价，

那么便不用发动刑事制裁。 

4.1. 对现有认定标准的批判性分析 

4.1.1. 单纯数量模式 
单纯数量模式即仅以行为人盗用身份证件的具体张数或者具体次数作为起刑点的依据，如果达不到

一定的张数或次数要求，便不做犯罪处理，例如在 2004 年上海市颁布的《关于本市办理妨害公文、证件、

印章、居民身份证刑事案件标准的意见》中规定，涉及身份证件犯罪的起刑点为三张以上。对于盗用身

份证件罪而言，盗用的数量无疑是评价具体行为法益侵害程度的直观依据，在司法适用中具有极强的操

作性，但是单纯数量模式的规定没有考虑到具体个案中可能存在的特殊情况，例如行为人虽然仅盗用他

人身份证件一张并使用一次，但是却给受害人造成被错误信用记录并被行政处罚的严重后果，情节依然

严重，构成该罪。由此可见，单纯采用数量模式的规定无法与实行行为所体现的社会危害性相对应，难

以有效应对司法实践中出现的客观情况，显然不具有合理性。  

4.1.2. 情节轻重模式 
情节轻重模式即以行为人盗用身份证件行为的轻微、一般或者严重作为起刑点的依据。在盗用身份

证件罪相关的司法解释尚未出台的情况下，对于盗用身份证件行为情节轻重的规定主要体现在行政机关

制定的裁量基准中，例如 2017 年湖南省出台的《公安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对于伪造、变造机动车驾驶

证的行为划分为“一般情节、情节较重、情节严重”三个不同的情节，而对于情节更严重的行为则是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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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移送检察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尽管采用情节轻重模式作为判断标准解

决了单纯数量模式对实行行为评价不周延的问题，但是依旧具有一定程度的模糊性，缺乏衡量法益侵害

程度的具体参照标准，可能会导致实践中司法机关裁量权的扩张化，最终导致同案不同判的发生，不利

于人权保障机能的实现。 

4.2. “情节严重”认定标准的合理设置：“数量 + 情节”模式 

单纯数量模式和情节轻重模式都难以有效的对盗用身份证件罪情节严重进行准确全面评价，因此有

必要对于情节严重的认定标准探寻更为合理的方式进行界定。笔者认为应兼采上述两种模式之合理性，

确立“数量 + 情节”模式的认定标准。具体而言，首先对于入罪的数量标准进行科学的设定，使其直观

具有操作性，其次针对使用数量不足，但是行为人的实行行为已经实质侵害本罪法益的，可以通过设定

对应的犯罪动机、危害后果等方面的情节来进行补充。 

4.2.1. 对于数量标准的设置 
使用数量既包括使用的张数也包括使用的次数。首先，对于使用张数的设置。从与本罪相当的伪造、

变造、买卖国家机关公文证件罪的追诉标准来看，司法解释规定，伪造、变造、买卖机动车行驶证、登

记证书，累计三本以上的，应适用《刑法》第 280 条以使用、伪造、变造身份证件罪的规定定罪处罚 2，

基于两罪法益侵害的相当性，参照该追诉标准将行为人盗用张数规定为累计三张以上具有合理性。其次，

对于使用次数的设置。由于前述司法解释并没有对使用的具体次数做出规定，缺乏一定的参照标准，因

此需要结合实践情况和理论研究对使用次数进行合理确定。从司法实践来看，本罪的犯罪发生场合多为

火车站购票、交通事故处理违章、酒店住宿等场所，行为人往往会多次盗用所非法持有的他人身份证件 3，

盗用频率相对较高，因此不宜设置较少的使用次数。从理论研究来看，目前存在两种观点，一是认为应

当将盗用身份证件的累计使用次数应当设置为五次[14]，二是认为应当将盗用身份证件的累计使用次数设

置为十次[15]。综合来看，后者标准显然过于严苛，如在“阳某某盗用身份证件罪、李某某盗用身份证件

罪”两案中，行为人都只盗用他人身份证一张，但累计使用分别达到七次、九次 4，已经具备刑罚当罚性，

使用该标准将导致阳某某、李某某盗用身份证件的行为无法被定罪处罚，显然是不合理的。概言之，将

累计使用次数设置为五次是具有一定合理性的，因为本罪是典型的微罪，在我国前科消灭制度还未建立

的现实情况之下，如果将累计使用次数较少(四次以下)的行为一律纳入本罪进行评价，会扩大打击范围，

而如果设置较高的累计使用次数(十次以上)则会导致已经具有法益侵害性的行为无法受到应得的制裁。 

4.2.2. 对于情节标准的设置 
前文已述，数量标准有其局限性，使用数量标准无法完全衡量行为产生的社会危害性。有鉴于此，

需要对没有达到数量条件但是具有法益侵害性的行为用情节条件进行补充。对于情节标准的设置不仅要

具有相对的确定性，还要具有一定可操作性，应当主要从犯罪动机、危害结果、严重扰乱国家机关对于

身份证件查验管理活动等方面进行设置。第一，在犯罪动机方面，如果行为人盗用身份证件罪是为了从

事违法犯罪活动的，应当不以数量论而直接成立本罪，例如行为人盗用他人身份证件去酒店开房进行吸

毒活动，虽然只有盗用他人身份证件一次的数量，但是其通过盗用他人身份证件来掩盖自己实际违法犯

罪的行为体现出了较强的主观恶性，同时也增加了国家机关对于行为人违法犯罪活动的侦查难度，因此

 

 

2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与盗窃、抢劫、诈骗、抢夺机动车相关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二条。 
3系笔者根据中国裁判文书网案例总结得出，典型案例可参见贵州省兴义市人民法院(2019)黔 2301 刑初 974 号刑事判决书、广东省

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2020)粤 0103 刑初 730 号刑事判决书、江苏省沭阳县人民法院(2020)苏 1322 刑初 805 号刑事判决书。 
4参见湖南省长沙市铁路运输法院(2018)湘 8601 刑初 53 号刑事判决书、湖南省长沙市铁路运输法院(2019)湘 8601 刑初 38 号刑事判

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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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认定为“情节严重”。第二，在危害后果方面，从实践中来看，行为人盗用他人身份证件进行恶意

注册公司、接受交通违章处理等活动，最终导致持证人遭受不良的信用记录或者行政处罚的现象屡见不

鲜。例如在“刘某某犯盗用身份证件罪”一案中，尽管刘某某只累计使用被害人身份证两次，但是却导

致被害人被公安机关责令接受社区戒毒，并因此被登记到全国吸毒人员信息库 5。因此如果行为人盗用身

份证件的行为给被害人造成不良信用记录或受到行政处罚等严重侵害持证人合法权益的行为，尽管没有

达到前述数量标准，也可以成立本罪。有学者指出还应当将盗用身份证件可能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作为

衡量情节严重的标准进行明确[16]，但是综合司法实践来看，由于本罪的案发大多由于被害人在发现自己

受到无辜的行政处罚或者不良征信记录等情况后才报案，而导致被害人遭受不良的信用记录或者行政处

罚的事实已经具有情节评定的直接性和客观性，因此亦没有在情节条件中设立被害人经济损失标准的必

要性。第三，严重扰乱国家机关对于身份证件管理活动方面。对于一年内曾经有过盗用身份证件行为而

被给予两次行政处罚的行为人，如果又有盗用身份证件行为的，亦可以适用本罪进行规制。因为此类行

为人再犯表明其主观恶性较大，仅靠行政处罚已难以予以惩戒和预防[17]，且其多次盗用的行为已经严重

扰乱到国家机关对于身份证件的管理活动，侵害了身份证件的管理制度。 

4.2.3. 兜底条款的设置 
实然情况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决定了应然规定不能对客观犯罪情况实现全面规制，因此需要通过设置

情节方面的兜底条款应对现实出现的新情况，防止犯罪分子利用法律漏洞逃避应有的制裁。具体而言，

情节严重的兜底条款设置应当紧紧围绕本罪保护法益来规定，可以设置为“具有其他严重侵害身份证件

的管理制度和个人身份信息安全的情形”，在实际适用兜底条款过程中，要结合本罪保护法益进行综合

判断，审慎选择适用该兜底条款。 
综上所述，盗用身份证件罪中情节严重的具体认定标准可以设置为以下情形。一是盗用他人身份证

件三张以上或者累计使用次数达到五次以上的。二是虽然未达到前述数量标准，但是具有以下情节的：

盗用他人身份证件从事违法犯罪活动的；给被害人造成不良信用记录或遭受行政处罚等严重侵害持证人

合法权益的行为的；一年内曾因为盗用身份证件行为而被给予两次行政处罚后又有盗用身份证件行为的。

三是具有其他严重侵害身份证件的管理制度和个人身份信息安全的情形。 

5. 结语 

盗用身份证件罪虽然是一个很不起眼的小罪名，但是罪小刑轻不意外其不值得被关注，在我国已经

进入轻罪时代的大背景之下[18]，对盗用身份证件罪等微罪的司法认定需要更加精确，审慎予以入罪。实

践中对于构成本罪的司法判断应当严格依照“保护法益–前提要件–情节严重”的逻辑思路梯次进行，

在判断侵害本罪保护法益并完全符合构罪前提的条件下，再进一步依据情节严重的具体认定标准确定是

否应当适用本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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